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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陈大为五部出版诗集，即《治洪前书》（1994）、《再鸿门》

（1997）、《尽是魅影的城国》（2001）、《靠近罗摩衍那》（2005）以及

《巫术掌纹》（2014）作为研究对象，以探讨陈大为于其诗歌创作风格上的转

变。陈大为诗歌创作风格可分三期，分别为前期、磨合期和后期。陈大为前期

的创作风格通过解构手法再诠释中国古典神话和历史典故，并以组诗的方式通

过各种叙事角度以组构长篇叙事诗。 磨合期的诗歌在内容上将前期的中国典故

转向南洋，后期再从南洋宏大史诗缩小成南洋地志书写，磨合期于诗歌语言上

在“硬”与“软”作调和，奠定了后期的诗歌语言风格。虽说陈大为后期的创

作风格兼并了磨合期的本土化与口语化，但程度上有所不同。另外，陈大为于

二十世纪八〇年代赴台留学并开始学习文学创作，故当时的台湾文坛背景对其

诗歌创作风格打下了基础，而之后的创作风格之转变与其创作经验有着一定的

联系。 

 

关键词：陈大为；诗歌；风格；南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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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陈大为是著名的旅台马华作家。陈大为 1969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

保市，并在 1988 年告别故乡，远赴台湾留学，于 2000 年取得台湾师范大学文

学博士，现任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定居台湾。其文学创作以诗歌与散文

为主，两种文体的创作经验皆始于台湾。陈大为于赴台次年（1989）开始学写

散文并得奖，翌年（1990）开始学写诗歌亦成功得奖，在他乡开启了文学创作

生涯。虽说陈大为最先学写散文，但如今陈大为主要以诗歌叱咤马华文坛，得

奖无数，目前已获得台北文学年金、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及散文首奖、中国时报

文学奖新诗及散文评审奖、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新诗及散文推荐奖、马华优秀

青年作家奖、世界华文优秀散文盘房奖等等。 

 陈大为不仅仅于两岸文坛皆有立足之地，更曾以突破性叙事诗书写风格在

台湾文学史上切断了八〇年代叙事诗书写风格的延续，改以其别具一格的叙事

诗书写作为九〇年代叙事诗主流之代表。张光达将陈大为标为二十世纪九〇年

代的代表，以为陈大为让叙事诗的书写脱离了八〇年代前辈余光中、罗智成、

杨泽等前辈一贯抒情感怀的主流风格，以后设、解构性、批判性等开发了叙事

诗书写的另一种可能，为台湾叙事诗书写带来突破（张光达，2008：61）。黄

万华更认为陈大为是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陈大为对于诗歌语言的自觉性挑战

前辈诗人的典律构建，接引诗歌创作之主流，使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的文学创

作意识（黄万华，2007：53－56）。其于马华文坛与学界地位更是无法否认，

有关其诗歌讨论基本上都涉及了叙事诗、史诗、南洋书写、各种后现代主义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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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策略等等议题，各类马华文学史或诗歌选集都有介绍陈大为及其作品，成为

了马华文学史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 

 陈大为目前共出版了五部诗集，即《治洪前书》（1994）、《再鸿门》

（1997）、《尽是魅影的城国》（2001）、《靠近 罗摩衍那》（2005）以及

《巫术掌纹》（2014）。然而，上述五部诗集所着重的内容各异，如远古神话

中国《治洪前书:陈大为诗集》、解构历史中国《再鸿门》、南洋史诗《尽是魅

影的城国》、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文化与地志书写《靠近 罗摩衍那》（陈大为，

2005：170），以及展现其叙事诗的成长《巫术掌纹——陈大为诗选 1992-2013》

（2014）。 

 陈大为在诗歌创作上以创造性及突破性为特色。他常徘徊于历史与想像，

在虚与实两种对立空间进行对话、解构、重构、再诠释，把诗玩弄于掌中，通

过后设思维增强其中的趣味性。在语言上，陈大为更是不断突破自己，如《靠

近 罗摩衍那》后记所言，他不断在原来的叙事技巧上精益求精，当他发现他长

时间在同一种叙事技巧上努力时，他的诗很快会僵化，故此完全中断创作活动

让自己的诗笔变得生疏，并潜心投入文学阅读活动以吸收他人的养分，以图改

变当时根深蒂固的叙事风格（陈大为，2005：164）。由此可见，其诗歌风格是

具流动性的，并非一成不变。 

 文学作品中的“风格”涵盖性是极为广泛的，当中可以是语言艺术上或内

容题材上所呈现的状貌。亚理斯多德论及风格时，认为语言的正确性是风格的

基础（亚理斯多德著、罗念生译，1991:160），是从话语系统的角度看待“风

格”。对布封而言，文本的话语系统则成了“风格的附件”而已（华诺文学编译

组，1985:695），认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并提出了“风格就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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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华诺文学编译组，1985:694-696），以作者在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作

为“风格”的主体。其次，钟嵘《诗品》在归纳诗歌风格流别时，以“诗体”

作为其探溯流别的标准（王叔珉，2007:17），而“诗体”的内容可见于刘勰

《文心雕龙》对“体”的论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

内而符外者也”（刘勰著、杨明照校注，1959:199），诗体是作者内在情感的表

现。刘勰认为文辞所表达的是作者内心的情感，而“风格”之产生便是由“人”

与“文”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简言之，两者对于风格的界定，是以文本中所

体现的内在精神为标准。然而，陈文忠《文学理论》统合了以上两种主张，将

文本主题思想以及艺术形象归入文学风格的内容，认为“风格”不应纠缠于某

一方面的表现，而是从整体上去理解，进而将“风格”定义为“作家创作个性的

文学话语系统的整体格调和状貌”（陈文忠，2002:176），而此等涉及内在精神

以及外在艺术形象的界定方法成了学界对于“风格”的普遍认知。由于作者的

创作“风格”是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经由长期的锻炼，以及在艺术上不断追求

探索的结果，（陈文忠，2002:176 因是，在陈大为诗歌创作“风格”的理解上，

应以宏观的角度去探讨其诗歌风格之脉络，以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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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最初接触陈大为的诗作是其 2013 年所作的<淡米尔牛群>。在阅读过

程中，笔者因其中饱满的意象、运用长句却不失严谨的文字功力而深受吸引，

之后便搜寻其余诗作如 1999 年所作的<观沧海>和<麒麟狂碎>，经阅读发现与<

淡米尔牛群>的叙事风格不同，却似乎又蕴含着相同的神韵。 

 同时，陈大为 1990 年开始学习写诗，其第一部诗集《治洪前书》于 1994

年出版，距离最新出版的第五部诗集《巫术掌纹》（2014）已有二十年之久。

如《文学批评导引》所言，文学会因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王先霈、

胡亚敏主编，2005：69），笔者认为陈大为二十年以来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于

诗的语言或内容上应有着或多或少的改变，故于本文进行研究以佐证此论点。 

 就其生活背景，陈大为 1969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1988 年起便开始

赴台湾留学、工作及生活，两大城市占据了其主要的生活记忆。故此，笔者认

为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促成了陈大为诗歌内容上的变化。另外，陈大为于 1990 年

开始学习创作诗歌，既然其诗歌创作生涯始于台湾，那其诗歌创作是否受台湾

文学背景所影响，也待笔者进一步探析。 

 再者，陈大为于其第四部诗集《靠近 罗摩衍那》后记中提到自己之前一

直以一贯诗风创作、求精，已达到近僵化境界，故决定以此诗集开始告别之前

的叙事风格。其中，陈大为以 90 年代为划界，概括其前期的诗歌语言。然而，

其第三部诗集《尽是魅影的城国》中仍收录其 2000 年创作的作品，若如陈大为

所言以 90 年代诗变化的划分，似乎有所不妥。因此，笔者将于此论文找出更准

确的划界以作为其诗风转变的划分。 



5 

 

 其次，陈大为于《靠近 罗摩衍那》后记中亦提到，在他决定改变诗风的

五年里，只读不写以销蚀前期的诗笔，并于阅读他人诗作的过程中汲取养分以

重新建造新的叙事风格。由此，笔者萌生了以下几个疑问：其一，此变化是改

革式的，还是在《靠近 罗摩衍那》出版以前就有了其叙事风格变化的过渡期？

其二，《靠近 罗摩衍那》所展现的新叙事风格，是种尝试，还是定型了其后期

的叙事风格？其三，前期作品所展现的气势恢宏、意象饱满的艺术形象，是已

消磨殆尽在五年只读不写的净空过程里，抑或其实已深扎于诗笔中，只是暂且

避之不用而已？上述诸疑点皆诱引笔者通过本文研究以寻求答案。 

 目前，有关陈大为的学术研究多是针对陈大为个别诗作或诗集进行研究，

讨论的范围多针对其叙事策略。就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看来，鲜有对陈大为诗

歌创作风格整体性研究，探讨对象也主要偏向首三部诗集。然而，历来西方文

论对于“风格”有各种诠释，如布封在其《论风格》中认为“风格就是本人”，

或是别林斯基认为“在风格里表现着整个的人”等，即使后来《文学理论》认为

此等说法模糊，容易导致极端及片面化，同时却也认同风格是具有独特性的，

甚至在论及风格时指出“风格是作家在艺术上臻于成熟的标志”（陈文忠，2002：

175-176）。由此可见，风格于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故此，笔者

认为研究文学作家，必须掌握其创作风格，了解其独特之处，方能算是真正了

解之。然而，若要把握文学风格，不能只着重于某一方面，而是要从整体上去

掌握（陈文忠，2002：176），在研究风格的过程中不能针对出于阶段性生产或

单一的诗篇或诗集，研究范围应拉长时间段去宏观整体脉络以探讨文学作家的

风格以及其中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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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陈大为诗风在其二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的转变，笔

者将陈大为目前已出版的五部诗集，即《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

影的城国》、《靠近 罗摩衍那》以及《巫术掌纹》纳入本文研究范围，以行分

析与比较之作用。同时，陈大为每部出版诗集皆有收录旧作，故笔者将首先整

理上述诗集中的作品，以便能依据时期的脉络探讨其诗风的转变。 

 在探讨陈大为诗风转变之前，笔者首先以诗歌作品的主题内容和叙事策略

作为划分标准，将其诗歌创作生涯进行分期，以便于后续更深入的讨论。进行

分期后，笔者再以不同的时期为视角，针对陈诗歌的主题内容和叙事策略两个

范围，比较之间的差异，并探讨该转变之原由。之后，本文将探讨该诗风的转

变是否是一种变革式地转型，或只是种实验性的创作，以作全文最后的整理与

总结。 

 此外，笔者也将收集与参考学术文献以作研究过程之辅助。笔者将收集各

种相关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参考与辨析，以提升本文论述上的

全面性与充分性。这些文献包括学术论文、出版诗集序言、学术书籍等等。再

者，笔者也将通过侧面研究以获取本文所需的研究材料。为了探究陈大为诗风

转变之原因，笔者将通过了解其创作背景，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笔

者将从其所撰的学术论文、学术书籍、散文等，从侧面了解其思想层面，及窥

探其创作背景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以文本细读法进行研究，以论证本文论点。然，陈

大为作品众多，风格不一，如其《再鸿门》的<代跋：换剑>后序中亦有透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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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所收录的作品并非全都是其致力之作（陈大为，1997：139），换言之，并

非每首作品皆可精确地体现其所追求的诗风。为了不让研究主体偏移，笔者将

首先通过宏观其全部作品以掌握其诗风的大体脉络，再针对性地探讨其重复收

录之作、投稿参赛之作、热门讨论之作之作等，以便能更准确地探索其所向往

的诗风之踪影。另外，此论文将以诗集作为分期之工具，以反映该阶段的诗歌

创作风格。由于此论文所要探讨的是陈大为在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故部

分诗集所重复收录的旧作并不纳入该诗集的文本选择范围，因为重复收录的旧

作所反映出的风格是其完成阶段的风格。 

 在文本选择上，由于陈大为在<巫术的掌纹>一文中提到《巫术掌纹》“完

整呈现一条从远古中国神话到赤道原乡的回家之路，以及多重血缘的叙事诗成长史”

（陈大为，2014:7），故《治洪前书》的文本将以《巫术掌纹》的<卷 0:治洪

前书>所重复收录的诗作1为主，因为其所收录的诗作可代表《治洪前书》阶段

的风格；《再鸿门》的<代跋：换剑>表明“<卷一：在烈酒的时辰>共收录十三首组

诗，是我创作的主力”，故《再鸿门》将以其中收录的十三首诗作2为此论文主要

探讨的文本，因为该卷诗作可体现陈大为于该阶段所崇尚，并致力为之的风格；

<代跋：换剑>中亦提到：“我希望第三本诗集（《尽是魅影的城国》）会有十分

雄浑而深刻的诗篇，来叙说我的先祖们用血汗淘洗过的南洋”（陈大为：

1998:139），因此《尽是魅影的城国》的重点诗作将是讲述南洋历史的<系列六：

                                                        
1
 《治洪前书》的重复收录之作有< 治洪前书>、<招魂>、<摩诃萨埵>、<封禅>、<壮士>。 

2
 《再鸿门》<卷一：在烈酒的时辰>所收录的十三首诗作有<甲必丹>、<茶楼>、<会馆>、<达

摩>、<再鸿门>、<屈臣氏>、<曹操>、<海图>、<河渠书>、<世界和我>、<尧典>（修订版）、<

治洪前书>（修订版）、<尸毗王>（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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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史诗>所收录之作，而当中的十五首诗作3将被列为该阶段的主要探讨文本；

《靠近 罗摩衍那》的<后记：半手工业>直接表明了“<系列五>可以说是现阶段诗

风的完整样式”（陈大为，2005:169），因此<系列五：殖民者的城池>的九首诗

作4将成为《靠近 罗摩衍那》时期的风格探讨对象；陈大为在<巫术的掌纹>中

表示他在《巫术掌纹》完成的过程“选择了回家，走向怡保”（陈大为，

2014:4），恰好《巫术掌纹》所收录的新作均为以怡保为对象的地志书写，因

此在探讨《巫术掌纹》创作风格的过程中，主要以<卷七：银城旧事>十二首诗

作5以及<卷八：山城移动>八首诗作6为参考文本。  

                                                        
3
 《尽是魅影的城国》<系列六：南洋史诗>所收录的十五篇诗作为<会馆>、<茶楼>、<甲必丹>、

<还原>、<在南洋>、<我出没的籍贯>、<别让海螺吹瘦>、<暴雨将至>、<岁在乙已>、<整个夏季，

在河滨>、<在诗的前线行走 >、<接下了掌纹>、<八月，最后一天>、<简写的陈大为>、<在台

北>。 
4
 《靠近 罗摩衍那》<系列五：殖民者的城池>的诗作分别有<水滴石穿>、<防晒系数>、<下午

休罗街>、<喊醒它的旧识>、<层出不穷>、<穿插大量铜乐>、<靠近 罗摩衍那>、<即使变成小数

点>、<方圆五里的听觉>。 
5
 《巫术掌纹》<卷七：银城旧事>的十二首诗作有<旧事里行走>、<隐隐有人>、<阴间的动词>、

<螺旋状的哀伤>、<随鹤走了>、<比谣言轻>、<话说瘦鲸>、<终年不绝的夏天>、<站满了禁卫

军>、<木制的方言>、<淡米尔牛群>、<小乘浮屠的墙上>。 
6
 《巫术掌纹》<卷八：山城移动>的八首诗作有<坐北朝南>、<一流山城>、<极其迂回>、<天下

无双>、<天边移动>、<比伊斯兰>、<掘地三尺>、<是叛军的>。 



9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陈大为诗歌研究多针对 2000 年或以前所出版的诗集作品作为研

究对象，而之后的作品较鲜少被纳入研究范围，原因大约有二：其一，《靠近

罗摩衍那》（2005）的作品所收录的作品皆为阶段性的尝试或即兴之作，并非

陈大为的极力之作，又与其余诗集所收录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难以并置讨论；

其二，《巫术掌纹》（2014）于近年出版，故有关讨论尚不及有关首三部诗集

研究之多。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整体以单篇论文形式为主，讨论范围多

集中于两大部分，即主题内容与叙事风格。 

 关于其诗作主题思想的研究多围绕在古典中国与南洋史诗。林馀佐<屈原

在现代诗中的抒情召唤——以罗智成、杨泽、陈大为为例>以“二度抒情”作为

理论框架去审视陈大为对屈原的书写与回应，认为陈大为书写屈原的背后须与

屈原有着相似的情感经验，然而其中的论述对此主张并无具体的论证。反之，

林馀佐以“侨民”心理去揣测陈大为的创作意图，认为陈大为作品透露出了其

文化乡愁（中国情结）与其身份矛盾，主张陈大为的创作是其对原生情感的追

寻后所产生的反思，以此作为铺垫以贯连上下文。然而，此等论述方法并不正

确。首先，从有关陈大为的论述中并无发现有关抒情的论证，没达到“二度抒

情”理论论述之目的；第二，林馀佐并没有掌握陈大为的创作心理，以“侨民

心理”的普遍逻辑套在南洋华人作家身上去揣测，以使论述更为顺理成章。 

 同样以“侨民心理”看待陈大为诗歌的还有李癸云<边缘？中心？——试

论陈大为诗作之“中国”>。然而，此“中国性”的存在与林馀佐所论及的并不

同。林馀佐所谈及的中国性之存在是因为陈大为对文化中国的孺慕；李癸云恰



10 

 

好反对了这主张，认为中国符号是作为反映出作者边缘意识的一种相对性的存

在。其中，李癸云是以罗智成在《尽是魅影的城国》所撰的序文<在‘边缘’开

采创作的锡矿>中所提到的“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逻辑论述作为其分析框

架，然而当中李癸云所提及的“中心”集中于中国，但在罗智成的“中心与边

缘”论述当中，“中心”不仅可以指涉中国的中华文化，还能是马来西亚马来

社会、台湾社会等等。 

 罗智成<在‘边缘’开采创作的锡矿>中的“中心与边缘”论对后来的研究

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徐国能<十年磨一剑：论陈大为诗作《在南洋》>谈及文体

本身的辩证时，认为陈大为企图让被置于历史边缘的人物成为中心，解构大写

的历史并释放小写的个人史观，如罗智成认为陈大为的诗歌都围绕在“边缘”

和“中心”之间所形成的力矩，让“边缘”发挥其所具有的“意义”与“力

量”，展开当代“小我”与历史“大我”的对话。 

 洪淑苓<留学台湾·寻找“中国”——论马华诗人傅承得与陈大为作品中

的“中国图像”与台湾经验>也讨论了陈大为诗歌中的中国符号。与前者不同的

是，洪淑苓先普遍地处理的马华诗人与台湾经验，再缩小为探讨陈大为诗歌中

的中国图像与其台湾经验之间的关系，再通过文本细读法去分析陈大为诗歌中

的中国图像解构。洪淑苓讨论陈大为台湾经验的部分，多取材于陈大为散文的

生活记录，不同于张光达直接取材于陈大为创作的时代背景。 

 杨宗翰<从神州人到马华人>在谈及马华文学中国性时亦谈及了陈大为， 

对于陈大为诗中出现的中国性符号也作出了清楚的解释。杨宗翰认为陈大为虽

频繁地援用“中国文化”，却不如其余马华作家于其中涉及了个人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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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仅仅将之回归到“符号”层面而已，反对传统“中国中心论者”以“侨民

心理”作为分析逻辑去推断陈大为的创作意图。 

 金进<解构精神、原乡情节和台北叙事——马华旅台作家陈大为诗文之研

究>可看出陈大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内容概况。该论文将陈大为的诗歌与散文同时

纳入研究范围，分析了陈大为的神话中国史诗、南洋史诗、台北叙事以及都市

书写。金进以时间脉络作为论述框架，从其论述可见陈大为的文学创作重心的

流变。 

  魏淑琴<论陈大为诗歌创作中的故乡情节> 的论述方法可分为两种，即

文本细读法以及理论式分析。然而，两种方法却没有交汇使用，而是分开进行，

以致产生论述理据不足之现象。魏淑琴探讨陈大为诗歌中的故乡情节时，过于

发挥文本的独立性，缺乏了其余视角的辅助，如没充分利用其散文或作品自序

中有关其创作经历的资讯，使得论文功力淡薄；理论式分析方面又不以文本印

证论点，使该部分好似自说自话。同时，其中参考的理论文献大多为概论式、

涵盖性的理论，涵盖性过大的研究无法协助掌握当代马华诗歌创作现象或陈大

为的创作心路历程，使论文更倾向于“揣测式论述”。 

 相对而言，据目前有关陈大为的研究成果看来，陈大为诗歌的叙事策略明

显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就目前众多有关其叙事策略的研究当中，讨论重点极大

部分皆离不开后现代主义范畴，例如丁威仁<互文、空间与后设——论陈大为

《再鸿门》的叙事策略>以互文性叙述、空间史述与在地记忆的对照，以及后设

史述总结了陈大为叙事史诗的创作手法；陈慧桦<擅长叙事策略的诗人——论陈

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和《再鸿门》>以及郑慧如<原型、叙事、经典化——

以大荒、罗智成、陈大为的诗为例>谈论陈大为的叙事风格时亦围绕于其后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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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如何 解构并重构历史；朱崇科<陈大为的南洋追认及吊诡>以“时空体”、

异族拼贴等概念具化或神化南洋；。 

 张光达在<台湾叙事诗的两种类型：“抒情叙事”与“后设史观”——以

八〇～九〇年代的罗智成、陈大为为例>也从后设史观、多重叙事以及后历史三

方面讨论陈大为的诗歌叙事策略，其方法不同于其余学者的文本分析法，而是

针对叙事策略本身的运用及艺术效果，论述视野更放大至整个时代背景去探讨

其创作特色之形成，讨论详细且脉络清晰。论文当中也给予了陈大为极高的评

价，以陈大为作为台湾九〇年代的叙事史诗代表，认为其后设史观为台湾叙事

诗带来了突破。然而，张光达当中承认陈大为高深的创作才华，同时点出了陈

大为叙事诗里缺乏了现代生活视野下的内涵之省思体悟。辛金顺<历史旷野上的

星光——论陈大为的诗>中亦有类似的观点，认为陈大为诗歌注重高妙的想像与

恢宏气势的铺张，其诗歌题材却因此受到拘束，使得其诗歌难于表现出对生活

的感悟。 

 张光达<论陈大为诗中的叙事与情感>也并非通过文本分析法去探讨陈大为

的个别诗作，而是通过观照诗歌整体脉络去论述其诗歌中的“叙事”以及“情

感”两大区域。此篇论文讨论范围囊括了陈大为全部诗集，论述中逐一分析诗

集主要的叙事策略与主题思想，论述相对完整，更能把握陈大为诗集主打风格

的流变。其<论陈大为的南洋史诗与叙事策略>将焦点着重于陈大为的南洋史诗

题材，论述内容与张光达其余相关论文没有太大差异，但其中针对历史主体的

和文本语境的讨论有着相对详细且完整的论述。 

 除了针对主题思想与叙事策略之外，学界还不乏各种讨论重点的研究，如

剖析陈大为个别诗作的黄锦树<论陈大为治洪书>与辛金顺<剖析《曹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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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陈大为诗中边缘弱势群体创伤记忆的张琴风<论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创伤性历史

成长记忆> 、分析陈大为诗中当代性美学效果与现实书写的郑慧如<诗现实的

当代性>、概述陈大为诗歌以及其于文学史的影响的黄万华<陈大为：新生代意

识的诠释者>、以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南洋史诗的创伤性的杨小滨<尽是魅影

的历史：陈大为诗中文化他者的匮乏与绝爽>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陈大为诗歌的学者多有来自台湾，如罗智成、洪淑苓、

李癸云等等，可见陈大为的诗歌是受到台湾学界关注的。另外，郑慧如<诗现实

的当代性>在探讨台湾当代诗现实书写时，更以陈大为作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与

台湾作家如简政珍和孙维民作比较，由此可见其诗歌创作是受到台湾学界关注

的，于台湾文坛有着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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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期：神话与历史之重构 

  陈大为前期诗歌创作风格以《治洪前书》与《再鸿门》为代表。该两

部诗集的内容主要以中国的神话历史为叙事材料，并以解构手法作为前期创作

中最主要的叙事策略。此外，该两部诗集中所收录的诗作皆显著地体现出陈大

为在前期创作对于诗歌的格局以及气势的重视，呈现出其前期对于诗歌磅礴气

势的追求。  

 陈大为前期诗歌创作大量引用典故，以之作为文本主体，如以东周战国时

期为背景的<这是战国>（1992）或通过中国利水通史引申故事的<河渠书>

（1994）等，并进行颠覆与再诠释，故该叙事策略成了陈大为前期诗歌创作最

主要的风格之一。《治洪前书》在重述典故的过程中置入了多种声音以图制造

多声喧哗的语境，除了历史传说中的主流人物外，负面、边缘等人物亦加入叙

事活动。由此，陈大为让历史中的主流与边缘人物均得以参与叙事活动，除了

造成主流大叙述主体性的消解，亦让其叙事更具戏剧张力（张光达，

2008:175）。比如<招魂>（1992）重述屈原投江之典故时，通过想象以丰富屈

原投江的过程，如“‘反正，他很快又会投江’干脆省下／陈腻的，道家的劝辞”

（陈大为，1994:36）颠覆渔夫好心相劝的形象、“庄王安慰你的肩膀”（陈大

为，1994:37）安插了该典故以外的楚庄王，甚至在“天问”中以“‘我不必投

江吗？’／‘嗯。虽然诗篇都忍不住／有这幕安排，读者们都在等待’”（陈大为，

1994:39）等八句对话通过表示读者期待屈原投江的，进而解构屈原投江的动机。

<招魂>并非以屈原为典故的核心，笔下的屈原也并非如广泛流传的版本般因拒

绝与世同流合污而投江，而是由渔夫的冷漠、读者的期待、卜辞的预言、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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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应等因素所促成，参杂了屈原以外的非主流人事物，削弱了屈原在该典故

中的主体性。《再鸿门》虽延续了《治洪前书》的叙事策略，但其中蕴含的解

构意味却更为强烈。《再鸿门》在历史重述过程中以后设叙事策略进行，除了

将叙述焦点分布在历史的主流或非主流人物身上，同时还置入了叙述者外来的

声音，对主流历史文本，甚至是诗歌本身的叙述，都加以解构。譬如<再鸿门>

（1995）以“你不自觉走进司马迁的设定” （陈大为，1998:33）暗示了读者所

知、所读的历史是司马迁所要让我们认识的，并不代表历史本身的真实性，解

构了正史文本的可信性，之后又通过诗的末端“我要在你的预料之外书写／写你

的阅读，司马迁的意图／写我对再鸿门的异议与策略”（陈大为，1998:36）以坦白

叙述者是故意在读者预料之外重述历史的意图，解构了<再鸿门>全篇所建构的

历史叙述，甚至是因为暴露了主流历史知识的虚伪面向以及历史书写的不稳定

性，全面地解构读者所晓得的任何历史叙述版本。 

 陈大为前期的诗歌主要以长篇叙事诗为其形式。然而，前期的长篇史诗与

磨合期《尽是魅影的城国》的长篇史诗之间有所差异，而其中不同之处在于前

期的史诗以组诗的形式筑构成长诗，而之后的史诗则是直接单篇独立成长诗。

例如<治洪前书>（1922）在重构大禹治水之典故时，通过组诗的形式替不同角

色发声与争论，甚至加上叙事者的声音，如“河图埋冤”、“神话表示”、

“鱼很纳闷”、“禹却反驳”、“河伯认为”、“我问鲧”和“洛书叹息”

（陈大为，1994:42-45），包括叙事者的后设声音共有七个角色，呈现七种角

度的不同思维，制造并提升诗歌的戏剧性；而<达摩>（1995）亦由四组小诗所

组成，如“少林幻想”、“虚构达摩”、“阅读达摩”、“木鱼死去”（陈大

为，1998:27-31），四种角度以解构达摩的少林形象。《治洪前书》中所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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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首诗作中，有十二首组诗7，而其余七首中有三首分情节叙事8和四首短诗

9；《再鸿门》的<卷一：在烈酒的时辰>所收录的十三首诗10作均为组诗，而<卷

二：绿色的怪声音>所收录的十三首诗作中除了旧作<西来>（1992）是组诗以外，

其余 12首均为短诗11。  

 陈大为在前期诗歌创作中极其注重艺术形象之表现，从其格局的架构、气

势的体现、叙事的策略等方面，呈现出耀眼的艺术形象以及当中所具备的深厚

底蕴。为了架构宏伟的格局，并使之充溢着雄浑的气势，陈大为引用中国久远

的典故作为其叙事材料发挥传说历史自身的神秘性，以具有历史感的意象或词

汇铸造神秘的意境，例如<摩诃萨埵>（1993）中的“佛”、“北魏”、“死神”、

“敦煌”、“涅槃”、“母后”等等（陈大为，1994:77—80），或<曹操>

（1994）中的“东汉”、“将军”、“史官”、“辞令”、“赤壁”、“建安”

等等（陈大为，1998:45—52），通过运用带有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色彩的意象，

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感和深远的意境。除了利用叙事材料外，陈大为对于

意象的密度方面亦极为讲究。如<封禅>（1993）“如同秦王祭天武帝封禅你点着

了香／手势与心跳都非常泰山／袅烟负荷着大串诉求发育成大篆……”（陈大为，

1994:81）以及<屈程式>（1995）“端上一串促进午睡的大作／有龙舟自使人咽喉

夹泥沙滑落／我被大会的高潮深度催眠……”（陈大为，1998:37）两者意象密度

饱和，以严谨的长句表现其语言功力，并建构出宏伟的气势格局。陈大为在

                                                        
7
 《治洪前书》中的十二首组诗分别为<三叶虫档案>、<髑髅物语>、<尸毗王>、<招魂>、<治洪

前书>、<尧典>、<明鬼始末>、<美猴王>、<兰陵王>、<太极图说>、<摩诃萨埵>、<西来>。 
8
 《治洪前书》中的三首分情节叙事的诗作分别为<风云>、<这是战国>、<壮士>。 

9
 《治洪前书中的》四首短诗分别为<封禅>、<大餐>、<后土>、<人道>。 

10
 《再鸿门》的<卷一：在烈酒的时辰>所收录的十三首诗作分别为<甲必丹>、<茶楼>、<会馆>、

<达摩>、<再鸿门>、<屈程式>、<曹操>、<海图>、<河渠书>、<世界和我>、<尧典>（修订版）、

<治洪前书>（修订版）、<尸毗王>（修订版）。 
11
 《再鸿门》中的十二首短诗分别为<小心黑夜>、<今晨有雨>、<守墓人>、<戏子>、<相师>、<

油灯不暗>、<茶室很近>、<学堂难过>、<小桥有鬼>、<老屋问候>、<童年村口>、<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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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 罗摩衍那》<后记：半手工业>里的剖白写道：“回顾整个九〇年代的创作

生涯，我把自己笼罩在一个气势恢宏的文本世界，花很大的力气去锤炼铿锵的语言，

去追求雄浑的叙事”（陈大为，2005，163），由此可见，前期的陈大为对于诗

歌艺术形象的追求是相对积极且具有自觉性的。纵观陈大为前期的诗作，当中

有许多属于实验性诗作，乃其作为诗歌叙事策略、内容架构上的锻炼，尤其是

《再鸿门》所收录的诗集“每一首都是一次语言技巧的自我锻炼”。故此，陈大

为于前期阶段着墨于开发典故背后的不同可能性，表现出其思维及叙事手法上

的创意，将重心置于中国久远典故的解构。如陈大为在<美猴王>（1992）中把

负责塑造孙悟空的女娲换掉，让孙悟空以“形而下的陶土一团”任由他人捏造，

甚至“本该旁观的昆虫统统插手，捏造自己喜欢的筋骨和头”（陈大为，1994:64），

以致于孙悟空躯体成了“夸张鱼龙的线条……杂乱狐岛的毛色……脑海一时熔浆一

时冰川”（陈大为，1994:64），与“美猴王”的形象背道而驰。陈大为不仅解

构了其外形，甚至其本事也不复存在，如“不复有十龙十象的力量，猴王拒绝抛头，

取消西游坐吃山空”（陈大为，1994:65），表现出孙悟空的形象并非是绝对的，

当中会因为某种因素的更替而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 

 由于陈大为前期极其注重其诗歌艺术形象上的功力，在叙事策略方面不断

寻求突破与创新，而忽视了情感部分，以致叙事美学过甚，使得前期的诗歌难

免因缺乏明显的情感参与，而散发匠气。《治洪前书》以及《再鸿门》皆以诗

述史，其中的叙事策略多采用后现代技巧，如去中心化、互文、解构等，均展

现了其叙事技艺的深厚功力，而情感方面上的表现同时也变得相对薄弱。虽然

张光达认为若细心阅读《再鸿门》，可发现其中的情感参与相较于《治洪前书》

有逐渐加强之现象，但其重心仍处于其中的叙事美学上，情感还是无法健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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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露，故此《再鸿门》的诗歌创作风格仍纳入前期，而不置于磨合期。再者，

陈大为前期诗歌创作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但此素材与自身经历或背景偏

远，缺乏共鸣，加上相对注重诗歌艺术形象的呈现，以致于其前期的诗歌在情

感的表现上有所不足。如<太极图说>（1992）以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

题材，通过“人类热烈地供养小太极，两仪逐根建设思辨神经…权欲正式拥有了半径，

天人在此相遇”（陈大为，1993:73），解构了“太极”的“天人合一”的自然

性。<太极图说>以“人为”的另类角度诠释“天人合一”，将“太极”非自然

化，认为“太极”是受人的私欲所控制的。<相师>（1994）解构了相师的可信

性，如“你似盲人骑瞎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把你失去逻辑的命运交给我”（陈大

为，1998:104），以相师的口吻揭示相师的企图，解构原为“命运操控人生”

的逻辑，而成了“相师操控人生”的局面。纵观<太极图说>与<相师>，两者均

与生活背景无关，叙事内容主要以颠覆刻板印象为目标，相对缺乏自身的情感

体验。陈大为曾在<叙事>一文中坦诚： 

 

在《治洪前书》（1994），情感是刻意隐藏的，为了操作那种冷硬的语言，像岩

石一样的语言，让诗粗糙，充满棱角。……到了《再鸿门》（1997）语言才渐渐

舒展开来，尤其一些田野素材的小诗，以及三首有关南洋的诗篇。 

（陈大为，2014:311） 

 

 

辛金顺与张光达皆认同以上观点，均认为《治洪前书》的诗歌语言雕琢淬炼、

想像缩结且晦涩；而《再鸿门》的叙事结构相对较少匠气，语言趋向口语化，

情感部分也逐渐崭露（辛金顺，1999:24－25；张光达，2015:175）。然而，

《再鸿门》的语言虽已逐渐舒展开来，也有情感的显现，但就其整体风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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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策略明显仍旧成了诗歌主要的鉴赏部分，其情感的体现远被其叙事策略的

光芒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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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磨合期：本土化与口语化 

 陈大为将其诗歌创作风格分为两个阶段，并以九〇年代作为两期之间的划

分（陈大为，2005:163）。陈大为所概括的“前期风格”是属于一种倾向恢宏

气势与宏伟格局、一种更着重于叙事技巧的美学风格，而“后期风格”则是脱

离了“前期风格”的枷锁，诗歌语言较为舒展及软化。然而，本文将其诗歌创

作风格拆分为三个阶段，即除了前期与后期，尚有磨合期，作为其诗歌创作风

格由前期步入后期的过渡阶段，当中以《尽是魅影的城国》和《靠近 罗摩衍那》

两部诗集为磨合期的代表诗集。磨合期的设置是为了处理同时具有前、后期特

色的诗歌，故将带有前期诗风特色的《尽是魅影的城国》以及蕴含后期诗风元

素的《靠近 罗摩衍那》并置入磨合期。然而，该两部诗集风格其实并不一致，

但同时也无法完全融入前期或后期阶段。  

 陈大为在完成《再鸿门》时，认为南洋史诗是前两部诗集的最终理想里程

碑，但当《尽是魅影的城国》完成后，陈大为发现南洋史诗并非其最终理想

（陈大为，2014:4），而是如同前两部诗集般，为了锻炼叙事技艺而设定的目

标而已，故不应将之和前两部诗集混为一谈。《尽是魅影的城国》中的南洋史

诗虽如前期诗歌同属史诗创作范畴，但其创作题材开始转向本土化，语言亦有

趋向口语化的现象（后期诗歌风格的主要特色之一）。如<在南洋>（1998）中

“让汉人糊涂的语言   向山岚比划／仿佛有暴雨在手势里挣扎／恐怖   是猿声啼不

住的婆罗洲／我想起石斧／石斧想起    三百年来风干的头颅”（陈大为，

2001:148-149）在叙述南洋历史时，以“山岚”、“暴雨”、“恐怖”、“挣

扎”、“头颅”等用字营造出紧张且诡异的意境，但诗中的语言不再像前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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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语言般以同一种意境贯穿全篇，而是间中穿插诙谐的诗句缓和诗歌紧绷的氛

围，如“我猜   一定有跟黄飞鸿／同样厉害的祖宗／偷学蜥蜴变色的邪门功夫／再

学蕨类咬住乔木／借神游的孢子   亲吻酋长脚下的土”（陈大为，2001:149）发挥

富含趣味的想象，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使诗歌变得灵活有趣。 

 陈大为于前期的首部诗集《治洪前书》主要叙事对象为抽象的神话传说，

而第二部诗集《再鸿门》转向相对具体的中国历史，均与自身生活经验毫无关

系。直至《尽是魅影的城国》开始，陈大为开始将书写对象转向与自身背景相

关的南洋历史。然而，在艺术技艺方面，《尽是魅影的城国》延续了前期叙事

策略，但不再如前期般尽全沉浸于对历史知识进行拆解（辛金顺，1999:27），

而是从中国历史的解构换成南洋历史的建构，将普遍的历史知识转换成其文本，

以供想象与建构南洋历史（张光达，2015:172）。其南洋史诗以多音复调的方

式建构南洋，以“大历史”作基础架构，再从家族史、未参与历史的后辈叙事

视角等“小历史”，在细节上加以想象与补充，通过各种视角与声音以丰富其

南洋史诗的内容。<别让海螺吹瘦>（2000）的“别让海螺吹瘦我祖传的广西

／……／可我无缘／目睹‘猪仔’卖身的苦契约／只听说‘新客’携带了多少的黑鸦

片／在大清朝的版权页”（陈大为，2001:160-163）中从“祖传的广西”家族史

开始走进南洋大历史的建构，而其中的叙事者“我”虽未及参与历史，却通过

“听说”而来的历史知识进行对大历史的细节补充，让诗歌的内容与情感更为

具体与真实。即便此阶段的诗歌风格和前期多有相近，如气势恢宏、格局庞大、

解构手法等，但其诗歌语言开始柔软化，亦不如前期般在叙事技巧上的美学形

象过于显耀导致诗歌情感部分被淹没，由此看出其诗歌风格变化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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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后期的《巫术掌纹》，《尽是魅影的城国》时期的诗歌意境相

对严肃，虽有幽默的想象柔化之，却仍少了贴近生活的通俗口语。其诗歌语言

的通俗化由《靠近 罗摩衍那》开始开展，如<喊醒它的旧识>（2005）中的“社

会是健忘症患者的收容所／史料是狗   流浪街头／我们成天追逐文句／咸湿的新闻”

（陈大为，2005:137）以生活环境易见的流浪狗比喻历史，除了达到反讽之意，

亦能使得诗歌因通俗化意象而变得更为生动。另外，<媲美猫的发情>（2005）

更是将诗歌语言的俚俗化表现得极致，如“他们以狗嘴长出 LP／廉价   而有力／

让世界从裤裆里往今来／把天下往裤裆外喊出去”（陈大为，2005:85）以“LP”，

即指男性生殖器的脏话代号作为意象，以之贯穿全篇。此外，《靠近 罗摩衍那》

的诗歌在诗句的排法上亦有所设计。其中的诗句并不如此前的规整排列，而是

多置空格，不仅出现于句子中，同时也出现在句子前，整体上的排列跳跃自由。

句子中的空格尚属普遍，但句子前的空格是陈大为该阶段的一种积极尝试，其

中<系列五：殖民者的城池>共九首均多有安插空格于句子之前，排列自由灵活，

摆脱了刻板麻木的普遍诗句排列方式。如<水滴石穿>（2005）“它的泳衣／绝非

跳过无可挽救的败笔／   拭去滥情的风景／   不是这样”（陈大为，2005:127）

在诗句前置入空格，或<防嗮系数>（2005）“山城的每个下午／太阳肿胀   无言

缩短／糟老头虚构出无懈可击的大树／   感情用事的汗珠”（陈大为，2005：129

在诗句间置入间隔和在诗句前置入空格。陈大为于此首次积极尝试跳跃性的诗

句排列，更将此排列方式延续到了后期诗歌中，比如《巫术掌纹》中多有诗作

如<极其迂回>（2012）、<隐隐有人>（2011）、<雄浑的铜>（2013）等也有跳

跃性的诗句排列。《靠近 罗摩衍那》中的诗歌语言柔软、意象玩味以及格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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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除了与之前全然不一之余，也不及后期诗歌格局的严谨以及语言的锤炼，

故不能将之归纳入于前期或后期。 

 在开始完成这部诗集前，陈大为用了五年的时间投入只读不写的状态，让

旧风格疏淡的同时，也通过阅读他人的诗歌以汲取不同的创作养分，试图改变

自己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格，由此可见《靠近 罗摩衍那》的改变是具有自觉性的，

别具一格的诗歌风格也是理所当然。由于《靠近 罗摩衍那》尚属一部实验性之

作，乃其实践数年来通过阅读经验所汲取的创作养分的一部作品，尚不能笃定

之为新风格的诞生。故此，《靠近 罗摩衍那》应视作为其崭新的诗歌创作风格

元素的代表诗集，与虽开始变化却尚保有前期风格的《尽是魅影的城国》进行

磨合，简言之便是将新风格元素加入旧风格脉络之中进行磨合调整，以形成，

并确定新的诗歌创作风格，即后期诗风之诞生。若再更细致地分划，磨合期尚

可再划分为前半期以及后半期，前半期以《尽是魅影的城国》为代表，而《靠

近 罗摩衍那》为后半期代表。《尽是魅影的城国》承继前期旧风格，并与《靠

近 罗摩衍那》所尝试的新风格元素作磨合，以完成后期风格的建构。若从后期

风格的确立去探讨，磨合期中主要磨合的风格有《尽是魅影的城国》承继的雄

浑的气势格局和其南洋题材，以及《靠近 罗摩衍那》地志书写与诗歌语言的舒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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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后期：地志与记忆的空间叙事 

 陈大为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是磨合期所出现的各种风格之集大成。该时期

风格是在《尽是魅影的城国》风格的基础上，与《靠近 罗摩衍那》实验性风格

进行磨合后而确立的。而第五部诗集《巫术掌纹》便是这时期的代表。

 《靠近 罗摩衍那》在陈大为的诗歌创作风格流变中展示了崭新的一面，

但还不能认为该部诗集掀开后期风格的帷幕。虽然陈大为在《靠近 罗摩衍那》

的<后记:半手工业>中表示<系列五：殖民者的城池>所呈现的风格是其当时诗风

的完整样式，而《靠近 罗摩衍那》诗集所呈现的风格又是出自陈大为强烈的塑

造新风格之意图，但与《巫术掌纹》对照比较后，可发现其风格又有再一次的

变化，甚至有回归《尽是魅影的城国》风格的迹象，由此证明《靠近 罗摩衍那》

所呈现的风格并不能视作为后期新风格的确立。然，《巫术掌纹》风格上的变

化并非是绝对性或全然不同的变化，而是徘徊于《靠近 罗摩衍那》与《尽是魅

影的城国》之间，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定风格。 

 陈大为后期的诗歌风格基本上是以《尽是魅影的城国》为基础， 即气势

格局宏伟却不如前期诗歌般生硬，意象密度饱和却不如前期诗歌般极致，主题

也在南洋范畴之内。然而，后期的诗歌风格亦汲取了《靠近 罗摩衍那》的口语

化、柔软化，诗句设计也较为自由生动。陈大为善于将意象挤入长句，呈现出

浑雄的气势。然而，与前期不同的是，在诗句设计方面上以空格作缓冲，以软

化其诗句，达到硬中带软12的效果。另外，后期的语言也较为通俗化，更贴近生

活口语，也使文章更为生动活泼。以<淡米尔牛群>（2013）为例，“挤不进大事

                                                        
12
 硬中带软：取自陈大为<巫术的掌纹>一文，意指大气磅礴之间带有轻巧自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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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的那些灰烬之下午／咱们合力磨出小半杯／无糖之闲话 黑 而且苦／聊 隔壁肥婆

女儿之婚事及丧事／聊 外婆前院九重葛之花笑与花哭”（陈大为，2014:284）将意

象挤入长句，呈现出浑雄的气势，再于诗句设计方面上以空格作缓冲，以及置

入通俗化的语言如“隔壁肥婆女儿”，以达到软化诗句之功效。此外，陈大为在

<阴间的动词>（2011）中将诗歌的叙事内容置入古老鬼神文化当中，利用“阴

间”、“祭文”、“棺材”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意象以烘托出宏伟的诡异和神秘之

意境，其中“解构如松饼的家族／遗产似蜂蜜淋了上去／……／松饼的典范／大夥儿

听好啦～道长大笔一挥”（陈大为，2014:268）更以诙谐的比喻 如“松饼”与

“蜂蜜”，以及灵巧的方式如“大夥儿听好啦”忽然置入道长的话语，将之柔软

化，避免诗歌意境过于严肃紧绷，反之得以舒展。简言之，《巫术掌纹》的气

势不及《尽是魅影的城国》般雄浑，亦不如《靠近 罗摩衍那》般口语化，而是

处于两者之间，即是种硬中带软的语言，不再如前期般将气势推至极致。  

 诗歌内容题材方面，陈大为后期多有南洋地志书写之作。南洋题材从《尽

是魅影的城国》开始活跃，当时是以史诗的形式，而地志书写在《靠近 罗摩衍

那》开始有了积极的实践。然而，《巫术掌纹》将南洋书写与地志书写相结合，

以南洋记忆中的人事物为书写对象，完成了其南洋地志书写，并建构了其新诗

歌风格。陈大为的南洋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5 年写就的<会馆>，而该题材贯

穿了《尽是魅影的城国》（如<系列六：南洋史诗>）、《靠近 罗摩衍那》（如

<系列五：殖民者的城池>）以及《巫术掌纹》（如<卷七：银城旧事>）三部诗

集；地志书写从《靠近 罗摩衍那》开始活跃，但陈大为自身对于都市与地志文

学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由此可见，南洋书写以及地志书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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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者是受到作者长时间的关注，故可除偶然现象的可能，并视作为风格之

确立。 

 陈大为的地志书写主要以其家乡——怡保作为其主要书写对象，于《巫术

掌纹》发表了<银城旧事 I>及<银城旧事 II>二系列组诗，共十二首。“银城”

乃其故乡怡保所在之州属——霹雳13的代称，暗喻了该系列将追溯其故人、旧事

等，而这些记忆将于“银城”范围内展开。由于其中的地志书写所涉及的对象

是真实且具体存在的，尤其相较于南洋历史更为贴近自身经验，故其中所流露

的情感更为强烈。《巫术掌纹》中<银城旧事>之卷所收录的诗作多以死亡或鬼

神的意象营造出哀伤的意境，如<小乘浮屠的墙上>（2013）中“我的亲情归入大

愿地藏王菩萨／从不示人的隐藏档／我朝排位大声朗读   十倍的黑暗”（陈大为，

2014:286）或<随鹤走了>（2011）中“母亲参透了遗言   点播铜黄色的军铜乐／

外公点点头／就随鹤走了”（陈大为，2014:273）等，都呈现出作者面对失去或

死亡所流露的无奈之感。陈大为通过地志书写追忆原乡的记忆，于其地志书写

中注入了更深层的情感，因此在地志书写中突出了叙事者的参与。 

 就文本表面上来看，其地志书写里并没有一个明显且具体的空间存在，因

为其诗歌缺少客观的、表面的、或文化上的揭示，不易看出一个地域或空间的

状貌。对于诗人在反映或书写空间时，采取针对空间普遍性格或客观景象的麻

木描述，陈大为是抱持反对的立场；反之，陈大为认为空间书写必须透过主观

情感的参与方能丰富且多面地呈现出“感觉结构”和“场所精神”（陈大为，

2006:109）。因此在其地志书写中，陈大为将其原乡记忆隐藏于叙事脉络之中，

而该记忆都是于某个地域所发生或展开的，展现出叙事者与空间客体之间的精

                                                        
13
 霹雳：马来西亚州属之一，马来西亚国语名为“Perak”，即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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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流。陈大为于<巫术的掌纹>一文中：“后续得<银城旧事 II>（系列组诗五首）

稍稍调亮了色调，但还是带上浅浅得哀伤，毕竟在银城旧事里演出的，包括了多位已

故得亲人。”（陈大为，2014:6）证明了其中的故事内容真实发生于银城，亦透

露出了当中诗作所流露的情感是真实的。例如<木制的方言>（2013）中通过

“校长”、“小学食堂”、“校车”等，暗示故事在银城的小学展开，以“我目

击粤语跳上   蛋黄色的木制校车／一路破解／单脚之生字／……／乱党和木制的方言   

从此挟持了校车”（陈大为，2014:282-283）揭示出粤语对于当地居民的影响，

即隐射出银城（霹雳）人民都口操粤语，甚至比当地规范华语更为流利，“挟

持”一词更隐约散发出叙事者对该现象的无奈。<比谣言轻>（2011）的叙事脉

络于一间屋子展开，以“暂住二楼   像磁砖死死赖在厕所墙上／永远保持潮湿的地

板”描绘环境的形象，当中更以“想问外婆／外婆已成为地藏经迴向的一伙”（陈大

为，2014:2011）追忆已逝的外婆，后劲情感强烈。再者，即使陈大为摒弃银城

而另造空间以作书写，但仍以真实的情感注入之。<巫术的掌纹>一文中亦有提

到；“我在狂想的沙暴中建构了一座古伊斯兰世界的古城，把原乡的感觉从真实的土

壤抽出来，注了进去，成为一种半虚构体的地志学”（陈大为，2014:7）亦表明了

其地志书写的空间即使是虚构的，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并

不会因为缺乏真实依据而缺少内在精神，突显了陈大为对于“精神”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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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陈大为诗歌风格转变之缘由 

 陈大为于二十世纪八〇年代赴台湾留学，于当地学习并开始其文学创作生

涯，故此该时期的台湾文坛背景成了陈大为汲取最多创作养分的时候；同时，

当时的台湾文坛背景对陈大为的影响虽没有直接且具体地呈现于其文学作品之

中，但纵观陈大为诗歌创作风格之流变脉络，从其风格特点的长度来看，可知

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台湾文坛替陈大为的创作风格打下了基础。然而，其不

同阶段的创作均有不同的主打风格特色，故此部分将从留台因素与诗人的文学

创作经历探究其诗风转变之缘由。 

 

第一节 台湾文坛影响 

 八〇年代的台湾文坛呈现着多元并存的格局，除了之前原先存在的文学思

潮继续产生影响外，还有另外崛起的种种文学思潮与题材，当中最显著的文学

题材为都市书写，而风靡当时文坛的都市文学对于陈大为的地志书写起有极大

的促成作用。七〇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的区域结构发展以大都市为核心，工业

发展呈现区域聚集以致城市失衡加剧，令八〇年代以降的台湾几乎成了“都市

岛”（程朝云，2016:78）。然而，乡村萎缩而都市不断膨胀，都市文化意识高

涨的时代观照视角也难以持续应和关切农工社会现实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便

逐渐取代了乡土文学，成为了八〇年代台湾文学之主流（朱双一，1999:228），

更在八〇年代后期已集合了最庞大的新世代诗人群（刘登翰、朱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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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07）。处于如此文学背景之熏陶下，陈大为给予都市文学极大的关注。 

即使一开始自身创作并无直接涉及，但早在留学时期确实开始关注都市文学。

从其硕士学位论文《罗门都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亚洲中文现代诗的都市

书写（1980-1999）》，后来出版的诗歌评论如《亚洲阅读：都市文学与文化》、

《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等，都透露出其对于都市文学

的极大关注。然而，都市书写在其众作品中占据不多，而是同属空间书写的地

志书写的数量更为可观，主要以自身生活经验的空间，如故乡、工作以及生活

环境等作为书写对象，展开其地志书写。虽然地志书写并非等同于都市书写，

但就本质上而言均属空间书写，且差距不大，就只是场域的不同而已，由是证

明都市书写是成就其地志书写之前非常重要的过渡过程。 

 与都市文学同时，台湾文坛于八〇年代中、后期也开始讨论及倡导后现代

主义理论，并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内容是对后工业文明状况的反映与

省思（方忠，2004:17），并在九〇年代备受瞩目。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陈

大为影响体现在其诗歌艺术形象上的表现。台湾的尔雅出版社所出版的 1995 年

年度小说选《八十四年短篇小说选》选录了十篇小说，而各均具有后现代色彩。

编者更指出后现代思潮的共同特色都通过对最终解放与大叙述的质疑去表现，

（方忠，2004:18）和陈大为在《再鸿门》和《尽是魅影的城国》中的主要叙事

策略有极大相似。再如，林耀德指出的种种“八〇年代台湾都市文学”重要特

征也和陈大为诗歌创作多有契合之处，如“质疑国家神话”和《治洪前书》解

构中国远古神话和以及《再鸿门》重构普遍认同的历史典故、“质疑媒体中介

的资讯内容”和南洋史诗中官方与民间声音的对峙等，一样以二元对立模式展

开质疑与颠覆（周庆华，1997:124）。同时，周庆华《后台湾文学》举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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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后现代诗歌的语言特色时，其中如后设语言的嵌入、博议的拼贴和混

合、事件般的即兴演出、脱离中心、众声喧哗、崇高滑落等等，都无意中附和

了陈大为诗歌叙事风格（周庆华，2004:86）。 

 八〇年代，台湾文学界尚存有新古典主义风气，而该艺术形象亦贯穿了陈

大为的五部诗集。当时文人力图延续中国古典文学固有的抒情传统，或支配与

融合西方现代派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以中国古代圣哲题材融

汇现代感思的诗歌创作蔚为风尚的主要人物有余光中、洛夫、罗青、罗智成等

人，他们从古代历史人文典籍汲取创作素材，通过咏史写人，以喻今托志，展

现中国古典抒情韵味。反观陈大为的诗歌创作，他在诗歌创作上亦常运用中国

古典意象，以致有学者认为其诗歌中存有“中国情结”等现象，除了前期作品

极度频密的中国典故背景设置，还有贯穿五部诗集的中国古典意象或中华宗教

文化符码之运用等，其源头都可追溯至八〇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如前期

的诗歌均以二度诠释中国神话历史典故为主，对普遍认知的历史文本进行解构，

呈现出颠覆刻板印象的思维模式。 

 自七〇年代起，为了摆脱“大中国”意识形态，台湾社会开始萌发了强调

台湾主体性的欲求，以“本土化”架构发展台湾当地的知识建构以及文化表现

（萧阿勤，2005:100），而台湾文学界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开始针对“台湾文学”

的名称与性质进行争辩和思考，八〇年代以来的台湾诗坛更还有标举“本土”

的诗人群。台湾文学到了九〇年代，即是陈大为开始在台湾文学界展露头角的

年代，台湾本土化的热潮甚至进入了体制化的阶段，走向本土化思潮的无法忽

视的高潮（陈丽芬，2001:112）。然而，虽说其具体指涉对象为台湾，对陈大

为影响不大，但其中的本土精神对陈大为的南洋书写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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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精神除了促成了台湾都市文学，让陈大为有所接触外，一般表现的乡土情怀

的内在精神也引领陈大为的创作题材回归其故土，促成了其原乡记忆书写。换

言之，陈大为的南洋书写中的本土性和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抬头有着隐然契合

之处（洪淑苓，2015:55）。虽然陈大为在 2000 年才完成了宏大的南洋史诗并

于 2001 年出版《尽是魅影的城国》，然而其南洋书写欲望早在其写下第一篇叙

事诗（八〇年代末）开始就已萌生，而首两部诗集 《治洪前书》和《再鸿门》

是陈大为自我锻炼以及暖身之作，以便能以最好的状态完成宏伟的南洋史诗

（陈大为，2004：140）。 

 

第二节 文学创作经验 

 陈大为以长篇叙事诗开凿其诗歌创作生涯，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乃陈大为本

身对于“叙事”的兴趣。陈大为自小热衷于听故事以及说故事，更认为自己在

古时候的角色会是一位说故事的说书人，或是写故事的书生，而该嗜好具体体

现于其诗歌创作里，像<叙事>一文中提到“说书的渴望悄悄倒影在我的诗里……

‘叙事’乃成为诗歌最根本的调子”（陈大为，2014:309），实证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以致其多年来的诗歌创作都以长篇叙事诗为主。此外，陈大为反对诠释

脉络不清晰，或自说自话的诗歌，认为诗歌创作过程必须预设读者的存在，故

此叙事结构里必须有一条清晰可靠的诠释脉络引领读者阅读。又，陈大为崇尚

格局庞大且气势雄浑的史诗，而长篇叙事诗遂成为了最合适的创作形式，认为

长篇叙事诗是诠释最清晰的形式，方能够建构宏伟的格局去申论庞大的题材

（陈大为，1998:138）。由于陈大为前期尚未具有足够能力架构长篇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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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洪前书》和《再鸿门》先以组诗形式构建并锻炼长篇叙事诗写作（陈大为，

1998：137），从《尽是魅影的城国》开始以长篇叙事诗独立成篇，以长篇叙事

诗形式贯穿其首三部诗集。 

 再者，陈大为赴台留学期间接触了许多中国典籍，促使前期诗歌创作以中

国神话历史作为主要题材。陈大为沉溺于阅读历史典籍，曾言“有时不禁怀疑自

己是否喜欢历史多过文学……几乎是懂得看以来便迷上历史”（陈大为，

2014:310），古籍在陈大为的心目中仅次于文学创作，如在非创作的时间，陈

大为便会投心阅读“先秦古籍，以及中文系各部位的可口里肌”（陈大为，

1999:159）。此外，陈大为甚至曾在<代跋：换剑>一文中承认他“喜欢古老的事

物，有历史的色泽和思想的厚度”（陈大为，1998:137），以及在<巫术的掌纹>

序言剖白表明中国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乃其最初的文学土壤（陈大为，2014:3）。

即使中国神话历史题材停留于前期，但其中的中国古典意象却仍有所延续，如

后续的《尽是魅影的城国》、《靠近 罗摩衍那》和《巫术掌纹》三部诗集，即

使在内容上逐渐本土化，但其中多有诗篇仍以中华神鬼传说或中国古典事物作

为意象，而且诗歌的语境多处于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可见无论在题材或是语

言上，中国典籍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甚远。 

 之后，陈大为开始将创作重心从中国历史，转至其故乡南洋历史。南洋题

材并非偶然，而是早已计划，并久久酝酿而成的。在《尽是魅影的城国》出版

前，陈大为早在 1996 年便以<会馆>试写南洋，而前期的历史重述则是南洋书写

的锻炼过程。陈大为在其写就第一首叙事诗时便开始觅寻“可以大写特写”、

“够大够深够远”、“时间跨度必须高达数百年”、“有血有肉有强健的骨架”、

“可以淋漓尽致地协商一整个系列”的题材，而南洋史诗便成为了能够让陈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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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心塌地的花个十年八年时间，先暖身，再用最好的状态将它宏伟地派生出来”的

题材（陈大为，2014:311）。同时，南洋书写亦是其乡愁的回音，就如陈大为

曾表言“唯一能够释放我隐抑久久的感情，又能成为地标式作品的题材，只有‘南

洋’”（陈大为，2004：135）。可知，有关南洋的能量积蓄于陈大为的心中已

久，以重构中国历史神话作为创作手法的锻炼，并待叙事技巧成熟后再完成其

“心中密谋多年的南洋”。再者，陈大为自 1988 年赴台留学，至第五部诗集

《巫术掌纹》出版已有二十六年，却不如其余留台马华作家如黄锦树和李永平

等人入籍台湾地区，而是保留其马来西亚国籍身份，由此可见其对于故乡的情

感与执着，而此执着便成了其从南洋历史建构进入更深层的原乡记忆追述的主

要导因之一。 

 陈大为热衷于阅读风格罕见的诗篇，恰巧后现代主义逐渐兴盛于八〇年代

的台湾文坛，给予了陈大为更多的创作养分。相较于马来西亚，台湾拥有更多

的中文书局与书籍，文坛中各式各样的新诗作品刺激了陈大为阅读欲望，“以

致一开始接触台湾的新诗就有点不能自拔”（陈大为，1999:158）。尤其是风靡于

当时文坛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其所展现的独特艺术形象更是受到陈大为的注意，

惊艳“中文的语法竟然被诗人如此肆意如此巧妙的把玩”（陈大为，1999:158）间

接让陈大为在诗歌创作时，通过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如解构、重构普遍历史知

识作辩证，但期间“完全没有翻案的意图”（陈大为，2014:310），仅仅是为了

解构而解构，将普遍认同的历史典故诠释出各种可能性，犹如把玩诗。其在历

史重述策略上的创新吸引到了台湾文坛的注意，在台湾获得各种文学奖以及出

版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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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诗歌创作，陈大为认为风格是诗人的灵魂，故此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创

新，以致于其诗歌一直处在独特、多变的状态，以确保其风格独一无二（陈大

为，1999:59）。陈大为追求创新的意识后来终止了前期的风格，开凿了另一种

风貌继续其创作生涯。陈大为前期的诗歌风格一直都倾向于恢宏气势，但之后

的诗作中有所缓解。陈大为于《再见罗摩衍那》后记<半手工业>承认自己九〇

年代的诗歌创作着力于构建磅礴的气势以及锤炼铿锵的语言。然而，陈大为意

识到自己若固守该风格，不断在先前的叙事风格上求精而不求变，其诗歌很快

便会僵化，甚至将沦为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故此，陈大为在完成《靠近 罗摩

衍那》的过程中，意图构建另一种新的诗歌风格，也因此塑形了其后期的诗歌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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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陈大为的风格流变可分三个阶段，即前期的神话与历史之重构、

磨合期的本土化与口语化以及后期的地志与记忆的空间书写。 

 陈大为前期的诗歌风格以《治洪前书》以及《再鸿门》为代表，在内容上

主要取材于中国神话历史典故，并以解构手法进行叙事。前期的陈大为极其注

重诗歌的艺术形象，以庞大的格局处理典故，并使之散发雄浑的气势，尤其解

构叙事风格更是展现其高深的叙事技艺。由于前期叙事策略的光芒过甚，诗歌

的情感部分又不受重视，导致叙事美学与情感成分之间有所失衡。再者，基于

前期的陈大为还未具有架构长篇叙事诗的叙事能力，因此前期的长篇叙事诗主

要以组诗的方式拼合而成。 

 此外，磨合期的《尽是魅影的城国》虽承继了前期的风格，如历史题材与

解构手法，但因其中的情感成分有了明显的显露，并且开始将题材本土化，回

归南洋，故此该诗集应脱离前期的范畴。该诗集的整体风格与后期的《巫术掌

纹》极为相似，如语言趋向口语化以及情感部分的显露，故可视之为后期风格

之雏形。与《巫术掌纹》比较下，《尽是魅影的城国》地志书写以及语言通俗

化的部分并不够鲜明，因此未能视作为后期风格的代表诗集。然而，地志书写

和语言的通俗化是从《靠近 罗摩衍那》开始有积极的实践，但其风格与后期相

距甚远，后期风格仅仅汲取了其地志书写以及通俗化语言的特征而已，因此

《靠近 罗摩衍那》也归入磨合期，作为后期风格的形成元素之一。由此可见，

《靠近 罗摩衍那》所展现的新叙事风格，并未定型后期的创作风格，而仅仅是

一部阶段性的实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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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为后期诗歌风格以《巫术掌纹》为代表，其风格兼并了磨合期的《尽

是魅影的城国》的南洋色彩，以及《靠近 罗摩衍那》的地志书写和口语化。虽

说陈大为后期的诗歌题材仍旧回归其故乡南洋，但其中的南洋题材并不如磨合

期的《尽是魅影的城国》涵盖整个南洋历史，而是由宏大的南洋历史叙事缩小

成南洋地志书写，通过书写其家乡以追忆更深层的原乡记忆，其中流露的情感

亦相对丰富与强烈。此外，陈大为后期的诗歌于气势的营造上又回到《尽是魅

影的城国》的磅礴雄浑，同时也汲取了《靠近 罗摩衍那》的柔软化。虽说《再

鸿门》和《尽是魅影的城国》的语言已有得以舒展的现象，但后期语言的不同

之处在于《巫术掌纹》于“硬”（宏伟雄浑）及“软”（轻巧自然）之间的拿

捏有所不同，程度介于《尽是魅影的城国》的严肃与《靠近 罗摩衍那》的通俗

之间，形成一种硬中带软的诗歌语言。  

 若论及陈大为诗歌创作风格转变之缘由，当中主要有两大因素，即台湾文

坛的影响以及其自身的文学创作经历。陈大为于 1988 年赴台留学，并于八〇年

代末在台湾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然而，纵观台湾文学史与其诗歌创作风格，

八〇年代与九〇年代的台湾诗坛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极深，基本上已奠定了其诗

歌风格的基础，如八〇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贯穿了其前后五部诗集，

通过后现代解构手法和中国古典意象之运用具体体现于其诗歌创作当中，而八

〇年代的都市文学和九〇年代的本土化思潮也促成了地志书写以及回归南洋之

意图。同时，陈大为文学创作经验对其诗歌风格的转变也有所影响，如其留台

时期所处在的文化、所酝酿的乡愁、自身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要求等

等，都引领着其诗歌创作上的尝试与突破。譬如，陈大为在留台期间接受了中

国典籍的熏陶，以致其诗风蕴含新古典主义风味，中国古典意象常出现于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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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中，甚至是直接影响了前期诗歌的题材选择。另外，陈大为对于风格罕见

的诗篇之热衷，也间接让他不愿其诗歌创作步入僵化的状态，以免沦为一种负

面的刻板印象，因而在诗歌创作上不断求精、求新、求变。由此可见，陈大为

的风格是具有流动性和自觉性的。  

 

 陈大为前期的诗歌风格对台湾文坛的历史书写带来了新的突破。譬如八〇

年代历史叙事诗以罗智成为代表，主要以抒情感怀的方式叙述历史，结合了古

代历史与现代感知；九〇年代的陈大为在历史叙事诗却有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

摒弃了依据历史情节发展的书写惯例，反而对历史知识进行解构与颠覆，并以

强烈的批判省思取代了普遍的抒情感怀风格，为台湾的历史叙事诗带来了突破。

自陈大为的<会馆>、<甲必丹>、<茶楼>等陆续获得文学奖项，其南洋史诗随即

引来了马华文坛的关注，除了激起学界的学术讨论，亦掀起了南洋历史书写风

气。再者，陈大为批判马华作家以概念化、典型化的方式书写空间，进而强调

叙事者与空间之间的精神交流，而《巫术掌纹》中的地志书写便具体实践了其

地志书写理念，将主观记忆及情感和客观空间作结合，鼓励马华文坛往更深层

的地带挖掘，以告别概念化且刻板的空间书写，并为马华文坛的空间书写带来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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